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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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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目的是对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跟踪研究。首先，利用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进行分析，提取出7个主因

子并划分7类社会区；并与2000年和1985年的广州市社会区研究作对比。结果发现：① 社会

区影响主因子大多具有持续性，且持续作用在增强，个别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② 1985-2000年，社会区演变以类型更替为主，地域空间分异为辅，2000-2010年，则反之；

③ 证实了2000年研究提出的基于老城区发展、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和基于农村社区发

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存在，同时总结出基于近郊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新模式；④ 社会空间

结构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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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历来是城市地理研究的重点之一[1]。1949年Shevky等[2]首次提出
“社会区”的概念，其后，学者们以其为基础，采用不同的数据，基于不同的尺度，对不
同城市进行社会区分析，成果颇丰。

从数据来源看，大多数学者采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个案城市社会区分析，辅以实地
调查数据分析特定社会区[3-5]。从研究的空间基本单元看，国外研究主要以社区为单位，
而国内研究多数以街（镇）为单位。街（镇）相比社区空间尺度大，难免掩盖了社区层
面的部分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以社区（居委会）为单位进行社会区分析[6]。从研
究方法看，学者们基本沿用因子生态分析法，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方法，如运用建模
法设计出优劣并存的类型算法[7]，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城市内部地理空间变化[8]，运用
标准化的统计方法以及艾夫斯放大率分析影响因素的“弹性”[9]，运用可视化方法分析社
会空间隔离以及利用时间和空间轴的图形呈现公众社交网络和活动模式[10]等。

从研究结论看，中西方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差异明显。西方城市社会区形
成的影响因素主要为Shevky等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三个基本要素，其他因
素在不同城市中也有显现。如妇女劳工比[11]，年龄[12]，家庭生命周期，年轻人群[13]，彼此
重叠和相互关联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网络 [14]。中国城市社会区的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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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种族要素表现不明显，一般只体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15]。中国社会区的影响主
因子主要包括农业人口比重、知识分子比重、外来人口比重等，主因子的持续性以及变
化性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转型期的特征。国内实证研究对象主要为北京[16-21]、上海[22-24]、广
州[1, 25-30]、南京[31-33]、长春[34]等沿海发达城市以及西安[35]、兰州[36]、阜新[37]、南昌[38]等其他
典型城市，汉族人口占比极大以及民族的融合，种族要素在社会区形成中影响作用不明
显。同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下，社会流动性增大，原计划经济时期的工
人、干部居住区等逐渐与周边社会区融合，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等社会区随着外
来人口的涌入逐渐显现。

尽管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于同一城市的跨时间段跟踪性
研究较少。国内外跟踪性研究的个案有多伦多[39]、芝加哥[40]、北京[21]等。作为中国改革开
放的前沿地，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变迁，在全国大城市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
得跟踪研究。许学强[25]等于1985年首次对广州市社会区进行研究。周春山等[1]利用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市社会区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演变模式、
基于科教文卫与工业“飞地”发展的演变模式与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
式，其他类型的社会区是这三种社会区演化过程中的中间状态等。2000-2010年，广州社
会经济又经历了10年的发展，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值得研究。本文采用与
1985年和2000年研究相同的数据来源，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并基于相同的空间尺度对
广州市社会区进行分析。通过对广州跨时间段研究对比以及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探讨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规律。

2 研究区、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

研究区为广州市十区①（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白云区、番禺区、花都

区、萝岗区、黄埔区和南沙区），共148个街（镇），总面积3735 km2。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州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街（镇）行政区划图
来自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和广州市行政区划图等相关图件，通过ArcGIS 9.3获取街
（镇）面积数据。
2.3 研究方法

将收集的数据按照人口学特征划分为人口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和住房状况等
7大类指标（表1），并与148个街（镇）组成135×148原始数据矩阵。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17.0，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得出KMO检验系数大
于 0.5，Bartlett 检验系数（Sig.）值为 0 （表 2），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强，数据模型合
理，适宜做因子分析。

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观察主因子碎石图，发现主因子7以后的特征值
变化很小，由此选取7个主因子较合适，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2.40%（表3）。为了使因子
含义更清晰，选取斜交promax法计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根据因子载荷矩阵，通
过聚类分析划分 2010 年广州市社会区类型。最后，通过比较分析 2010 年、2000 年和
1985年3个时段的社会区演变特征，提出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模式。

① 采用2010年行政区划，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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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市2010年社会区分析

3.1 提取主因子
共提取7个主因子（表4），第1主因子

（人口密集程度）第 1 主因子与外来人口、
中老年人口、从事低收入工作变量、生育
率较高等变量多呈正相关。与非农人口、不在业人口呈负相关。该因子表现为：当人口
密集时，中老年人口比例比较大，从事低收入行业的人员较多，失业率较低，人口生育
率较高。得分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图1a）。

表1 1985年、2000年与2010年广州社会区分析所选取的变量
Tab. 1 Selected variables for the social area analysis of Guangzhou in 1985, 2000 and 2010

变量类型

一、人口状况

二、家庭状况

三、职业状况

四、住房状况

五、出行状况

合计

1985年社会区

变量

人口规模

性别比

年龄结构

家庭收入

家庭年龄

家庭规模

抚养率

职业结构

妇女就业

居住水平

房屋层数

房屋年代

房屋质量

房屋设施

上班交通方式

上班出行时间

数目

3

1

6

3

3

4

1

22

1

4

4

5

3

1

3

3

67

2000年社会区

变量

一般统计指标

性别比

年龄结构

民族构成

户口类型

人口的流动性

受教育人口结构

户型代际结构

户型规模结构

抚养比

婚姻构成

生育率构成

职业结构

行业结构

不在业构成

房屋年代

房屋价值

家庭设备

人均住房面积构成

房源情况

租房费用构成

数目

8

3

47

8

7

5

12

5

10

3

5

5

6

16

8

6

9

13

8

7

9

200

2010年社会区

变量

一般统计指标

性别比

年龄结构

民族构成

户口类型

人口的流动性

受教育人口结构

老年人健康状况

生活来源

住房规模

婚姻构成

生育结构

住房用途

不在业构成

工作时长构成

工作能力

学业构成

居住水平

房屋层数

房屋年代

房屋质量

房屋设施

房源情况

租房费用构成

数目

3

1

8

1

10

8

7

4

4

10

11

7

2

8

5

1

4

8

4

6

3

7

6

7

135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
Tab. 2 The results of the KMO and Bartlett tests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

Bartlett的球形度
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0.574

45098.201

904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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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主因子（农业人口比重）第2主因子
与受教育水平为小学以下的人口、住房来源
为自建住房的家庭呈强烈正相关，与农业人
口比例、生育较多小孩等变量多呈正相关，
与外来人口、较好住宅质量等变量呈负相
关。该因子表现为：当农业人口比重较大
时，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住房以自建房为
主，住宅质量较差，生育小孩数较多。得分
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远郊区（图1b）。

第3主因子（文化水平）第3主因子与在
校人口呈强烈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为本科
以上人口、未婚率高和年轻人比例高等变量呈正相关，与未完成学业率、新婚家庭比例
等变量呈负相关。该因子表现为：当文化水平较高时，工作条件好，年轻人聚集，未婚
率高。得分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学城、五山和龙洞等高校集中区（图1c）。

第 4主因子（房屋住宅质量）第 4主因子与家庭住房间数 1间、住房面积 50 m2以
下、租房费用200元以下、住房结构较差等变量呈正相关，与家庭住房间数3间、住房面
积 80 m2以上、住房有独立厨卫设施、12岁及以下小孩数等变量呈负相关。该因子表现
为：住房条件较差时，少儿比例较低。得分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图1d）。

第5主因子（城镇人口和外来人口比重）第5主因子与家庭住房间数为8间以上的户
数比重、外来人口比重呈正相关，与辍学人口比例、住房内无厨房的户数比例呈负相
关。该因子表现为：家庭拥有住房数量多，外来人口较集中。得分高的地区主要为郊区
街（镇）。（图1e）。

第6主因子（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第6主因子与住房建成年代为20世纪90年代的户
数比例、一周工作50小时以上呈正相关。该因子表现为：住房条件较好、住房年代较新
的社区，吸引中等收入阶层聚集。得分高的地区为中心城区（图1f）。

第7主因子（低收入阶层比重）第7主因子与住房用途为生活住房的户数比例呈正相
关，与月租金为1000元以上的户数比例呈负相关。该因子表现为：租金水平较低。得分
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边缘（图1g）。
3.2 社会区的划分

第Ⅰ类社会区（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第1主因子“人口密集程度”和第5
主因子“城镇人口和外来人口比重”在本区的平方和均值得分相当，且远高于其他主因

表4 1985年、2000年和2010年广州社会区分析所提取的主因子
Tab. 4 Principal factors for the social area analysis of Guangzhou in 1985, 2000 and 2010

因
子

1

2

3

4

5

6

7

1985年社会区

名称

人口密集程度

科技文化水平

工人干部比重

房屋住宅质量

家庭人口构成

—

—

特征值

15.13

7.02

4.98

4.68

4.07

贡献率(%)

20.59

10.76

7.44

6.93

6.08

2000年社会区

名称

人口密集程度

文化与职业状况

家庭状况与农业
人口

不在业人口比重

城市住宅质量

—

—

特征值

67.13

24.45

19.96

13.92

20.73

贡献率(%)

34.39

14.4

8.58

5.14

3.29

2010年社会区

名称

人口密集程度

农业人口比重

文化水平

房屋住宅质量

城镇人口和外来
人口比重

中等收入阶层比重

低收入阶层比重

特征值

33.87

23.61

14.97

20.29

11.94

8.98

9.76

贡献率(%)

26.81

17.77

9.98

8.38

3.53

3.04

2.89

表3 主因子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Tab. 3 Eigenvalues and the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主因子

1

2

3

4

5

6

7

promax法

特征根

33.872

23.606

14.967

20.292

11.941

8.981

9.764

贡献率(%)

26.805

17.774

9.981

8.384

3.530

3.039

2.890

累积贡献率(%)

26.805

44.579

54.559

62.943

66.473

69.513

7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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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年广州社会空间结构各主因子得分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scores of principal factors in Gu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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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本区的得分；第1主因子在本区的平均值为正值最大，而第5主因子在本区的平均值
为负值最小（表5）。职业构成以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为主，家庭收入较低。故
典型特征为人口密集，本地人口集中，主要从事服务行业，收入水平较低。主要位于老
城区（图2）。

第Ⅱ类社会区 （中等收入阶层聚居
区）第6主因子“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在本
区的平方和均值以及平均值都为正值且最
大（表 5），故第二类社会区的典型特征为
人口较密集，中等收入阶层集中分布。职
业构成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金融业为主，家庭收入较高。从地域
分布上来看，主要位于老城区周边以及近
郊城市化水平较高地区（图2）。

第Ⅲ类社会区 （低收入阶层聚居区）
第7主因子“低收入阶层比重”在本区的平
方和均值以及平均值都为正值且最大（表
5）。职业构成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
家庭收入较低。第三类社会区的典型特征
为低收入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集中区
（图2）。

第Ⅳ类社会区（城镇人口聚居区）第6
主因子“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在本区的平
方和均值为正值且最大，平均值为负值最
小，第1主因子“人口密集程度”得分都为
较高的正值。职业构成以房地产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主，不同收

表5 2010广州社会区特征判别表
Tab. 5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in 2010

社会区
类别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包含的街(镇)
单元(个)

9

20

17

38

33

5

26

项目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第1主因子

2.073

1.422

1.171

1.030

0.543

-0.201

0.920

0.511

1.447

-1.100

0.904

-0.856

0.325

-0.340

第2主因子

0.163

-0.381

0.396

-0.622

0.322

-0.505

0.298

-0.486

0.237

0.016

0.307

-0.474

4.288

1.722

第3主因子

0.598

0.686

0.703

-0.782

0.746

-0.613

0.488

-0.566

0.289

0.006

0.319

-0.375

3.277

1.658

第4主因子

0.015

-0.033

0.160

-0.008

0.432

-0.095

0.194

0.343

0.337

0.117

21.235

-4.283

0.448

0.253

第5主因子

2.298

-1.476

0.744

0.380

0.587

0.120

0.895

0.358

1.243

-0.705

1.369

-0.652

0.754

0.639

第6主因子

0.932

0.675

2.617

1.461

0.548

0.269

1.211

-0.992

0.360

-0.227

1.148

0.464

0.512

0.115

第7主因子

0.190

-0.008

0.258

-0.073

3.680

1.671

0.394

0.191

1.201

-0.660

0.510

0.058

0.785

-0.486

图2 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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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阶层混居（图2）。
第Ⅴ类社会区（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第1主因子“人口密集程度”在本区

的平方和均值为正值且最大，平均值为负值最小（表5）。职业构成以制造业为主，外来
人口集中。故典型特征为人口密度相对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混杂，以低收入阶层为
主（图2）。

第Ⅵ类社会区（知识分子聚居区）第4主因子“房屋住宅质量”、第1主因子“人口
密集程度”和第3主因子“文化水平”在本区的平方和均值均为正值且较大，平均值为
负值且较小（表5）。职业构成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为主，知识分
子集中。说明本区房屋住宅质量较好，年代较久远，人口较密集，平均文化水平较高。
主要分布在五山街、龙洞街、新塘街以及小谷围街（图2）。

第Ⅶ类社会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第2主因子“农业人口比重”在本区的平方和均
值和平均值都为正值且最大（表 5），说明本区农业人口集中。职业构成以农、林、牧、
渔业为主，农业人口集中。主要分布在郊区的农业城镇（图2）。

4 广州市2010年、2000年和1985年社会区对比

4.1 主因子比较
对比2010年、2000年和1985年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表4），发现：

4.1.1 影响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具有持续性 1985年和 2000年抽取的主因子均为 5
个，总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1.8%和65.8%，2010年抽取的主因子为7个，总方差贡献率为
72.4%。其中“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房屋住宅质量”和“农业人口比重”
为4个共同的主因子，且它们的排位稳定，说明人口密集水平、文化水平、住房水平以
及身份是一直影响广州市社会区分异的重要因素。
4.1.2 持续性主因子的影响程度逐渐加强 4个共同主因子在1985年、2000年和2010年
的方差贡献率之和分别为30.9%、60.7%和62.9%，占全部主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例分
别为 59.7%、92.2%和 95.6%。说明这 4个主因子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程度逐渐
加强，并逐渐趋向稳定。
4.1.3 非持续性主因子具有较鲜明的时代性 非持续性的主因子分别有1985年的“工人
干部比重”，2000年的“不在业人口比重”，2010年的“城镇人口和外来人口比重”、“中
等收入阶层比重”和“低收入阶层比重”。1985年的“工人干部比重”，体现了计划经济
时期身份差异是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000年的“不在业人口比重”，体
现了经济体制转型期，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阶段，就业人
口的波动；2010年的“城镇人口和外来人口比重”、“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和“低收入阶
层比重”，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加，社会阶层开始逐渐分化。
4.2 社会区变化特征

1985-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的变化（表6），主要体现了：
4.2.1 社会区类型由剧变趋向稳定 2000年社会区较1985年社会区，在类型上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原“干部居住区”和“工人居住区”逐渐演变为其他类型社会区。外来人口
在广州社会区分异中的地位上升，开始出现“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住区”。相比 2000
年，2010年社会区分类基本一致，但在空间分布上差异明显（图3）。
4.2.2 强归属感的社会区具有历史延续性 “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知识分子
聚居区”和“农业人口散居区”为各时期共有的社会区类型。说明老街坊、知识分子和
城郊农民是最为稳定的几类群体，相同的价值观和地域认同感使得他们对于所聚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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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对外来群体具有较强的排斥性，保证了这类社会区的历史延续性。
4.2.3 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在社会区分异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 市场经济促进下，社会阶
层分化加快，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壮大，高收入阶层开始逐渐形成。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
逐渐向区位更优、环境更好的地区集中。城市中心区和城市郊区出现越来越多的高收入

图3 1985年[25]、2000年[1]和2010年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抽象图
Fig. 3 The structure patterns of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in 1985, 2000 and 2010

表6 1985年、2000年和2010年广州社会区类型比较
Tab. 6 Types of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in 1985, 2000 and 2010

1985年研究

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

干部居住区

工人居住区

知识分子居住区

农业人口散居区

—

—

2000年研究

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

中等收入阶层聚集区

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

知识分子、高级职业者聚集区

农业人口聚集区

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

近郊城镇人口聚集区

2010年研究

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

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

低收入阶层聚居区

知识分子聚居区

农业人口散居区

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

城镇人口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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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聚居的高档小区和中等收入阶层聚居的优质小区，如珠江新城住宅区、番禺碧桂园
等。城市远郊区零星分布一些以度假为主要功能的别墅区，以满足越来越多的中等及以
上收入阶层的休闲度假需求，如新塘凤凰城别墅区。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聚居区与住房
质量、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呈正相关，与年龄、工作时长等呈负相关。
4.2.4 外来人口对社会区分异的影响逐渐由市中心往郊区蔓延 2000年广州社会区，外
来人口以一种新的因素开始影响社会区的分异。到2010年，原“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
居区”逐渐演变为“城镇人口聚居区”，部分外来人口已逐渐融入当地，成为了城镇居
民。城市外围，如花都区、南沙区等，逐渐形成新的外来人口聚居区。
4.2.5 政策因素已成为影响社会区分异的重要手段 相比2000年前的社会区，2010年广
州城市空间进一步拉大，城区往东蔓延，往北和往南出现了“飞地”式发展，印证了
2000年广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提出的“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城市空间结构
形态。以番禺小谷围岛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聚居区的出现，是广州市2003年开始建设广州
大学城重大举措的现实体现。

5 广州市社会区空间演变形式

5.1 人口密集、居住拥挤的老城区自我完善与外部演替并存
人口集中、商贸发达、底蕴深厚是广州老城区永葆活力的主要原因，广州“中调”

战略的实施以及“三旧”改造的推动，促进了老城区的功能完善与提升，如长堤大马路
金融街的建设等，促进了老城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同时，研究发现，老城区的规
模在缩小，由 2000年的 19个街道单元变为 2010年的 9个街道单元，面积由 15.68 km2缩
减为 6.91 km2。减少的区域为老城边缘区，老城区社会区逐渐为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
城镇人口聚居区等新的社会区所演替。
5.2 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向外扩展

对比2000年和2010年广州市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可得出，① 该混居区的
规模在扩大，由 2000 年的的 15 个街 （镇） 65.51 km2 扩展到 2010 年的 33 个街 （镇）
737.11 km2；② 该混居区的分布由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③ 该混居区基本呈圈层分布。
近10年来，广州市外来人口总量逐渐增大，外来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多来自省外农
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郊区由于分布较多的工业企业，就业机会较多，且租房支出较
少，生活成本较低，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往郊区聚集。
5.3 知识分子聚居区在外围新出现而在市中心逐渐弱化

对比2000年和2010年广州市知识分子聚居区的分布，发现：① 知识分子聚居区的
规模变大，由2000年的3个街道单元演变为2010年的5个街（镇）单元；② 2000年的流
花街道和新港街道知识分子聚居区到2010年不再显现；③ 小谷围街道、龙洞街道、元岗
街道和新塘街道成为新的知识分子聚居区。

教育事业的发展是知识分子聚居区规模扩大的根源。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内部
功能的调整，是原流花街道和新港街道知识分子聚居区逐渐不显现的主要影响要素。大
中专教育的发展以及大学城的建设，是新塘街、小谷围街等知识分子聚居区出现的原因。
5.4 近郊农业人口散居区逐渐被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所取代

蔓延是城市的生长方式，由城市中心区向周边农业区扩散，使城市建成区不断扩
大，农业区在逐渐退缩。2000-2010年，原郊区农业区逐渐为城市建成区所覆盖，如番禺
的化龙镇、南村镇，白云区的石井街等。这些区域逐渐演变成为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
居区。

1018



6期 周春山 等：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跟踪研究

6 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模式与分异机制

6.1 广州市社会区演变模式
2000年研究提出了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

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三种模式。本次研究发现，上述三种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同
时总结出第四种模式——基于郊区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图4）。
6.1.1 基于老城区发展的社会区更新与演替并存 由于历史因素和人们的心理习惯，公
共服务设施完善、城市功能齐全的老城区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但老城区商业繁

荣，改造后利润更高，在政府的主导下，“中调”②城市发展战略（2006年起）和“三

旧”③改造工作（2009年起）实施成效显著，促进了老城区的更新。
老城区核心区受制于历史风貌保护和改造成本高等因素，以局部更新改造为主，建

筑形态和居民构成变化不大，仍保持老城区社会区的特征。老城区边缘区制约条件较
低，改造力度和幅度较大。人口流动加快，部分老城居民迁出，更具消费力的年轻家庭
由于工作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逐渐迁入改造后的住区。老城区边缘区原有特征逐渐模
糊，中等收入阶层为主、建筑质量较好等新特征逐渐突显，逐渐演替为中等收入阶层聚
居区等社会区。
6.1.2 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社会区逐渐融合，同时出现新的“飞地” 城市的快速
扩展，原近郊“飞地”逐渐为城市建成区所覆盖。原工业“飞地”逐渐演变成为商业办
公或居住区，原工人阶层逐渐演变成不同收入群体，促使了原工业“飞地”社会区的演
变。原科教文体类“飞地”社会区，由于住房制度改革，高校住房逐渐流入市场，高校
聚居群体更加多元化。高校与社会人员流动的加剧，促使了高校区与周边社区的融合。

“东进”和“南拓”战略的实施，广州开发区和广州南沙开发区的成立与发展，新的
工业“飞地”逐渐在远郊区形成，并带来大量的外来人口的集聚，促使当地逐渐由农业
人口散居区为主演变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混居区等。新塘街、龙洞街等职业教育的发

②“中调”的“中”指的是发展广州的中心城区，提高城市环境和生活品质，强化城市配套功能；“调”是指“调

整、提升”，是“调优、调高、调强、调活”，关键是要提升老城区的发展质量。

③“三旧”是指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

图4 广州社会区演变模式
Fig. 4 The change pattern of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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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广州大学城的建成使用，是广州新的科教“飞地”出现的诱因。
6.1.3 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融合与分化并存 在城市的外围，社会区的演变主要
处于由农业社会区向城市社会区的过渡阶段。城市的蔓延，使得原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
的近郊工业区逐渐与城市社会区融合。城市工业的发展，对土地需求的增大，促使城市
工业往远郊转移，原远郊农村社会区转为工业区，并吸引大量的务工人员聚集，加速了
农村社会区的分化，演化为“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和“城镇人口聚居区”等。
6.1.4 基于郊区小城镇发展的社会区演变模式 郊区小城镇由于城市功能相对齐全，发
展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衔接农村和城市的重要桥梁。基于郊区
小城镇发展形成的社会区主要有“城镇人口聚居区”和“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
一方面，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富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进入城镇从事非农活动，并逐
渐融入当地，成为城镇居民，形成新的“城镇人口聚居区”。另一方面，郊区新的工业和
科教“飞地”，为临近的小城镇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当地居民或外来人口的聚集，
在“飞地”周边逐渐形成新的“城镇人口聚集区”和“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
6.2 广州市社会区分异机制
6.2.1 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市场调
配的重要对象，受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的共同作用。在竞争机制作用下，土
地的价值通过地租体现出来。城市中心区土地资源稀缺而需求旺盛，导致地租的上升，
使原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单位土地产值较低的业态逐渐往郊区转移，而对区位要求较高的
商贸金融等业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向城市中心区聚集（图5）。

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分布，带动从业人群的流动，影响社会区的形成与分化。工业
企业的外迁，带动产业工人外流，原“工人居住区”逐渐为混居性质的“城镇人口聚居
区”等社会区所演替，新的工业“飞地”逐渐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商贸
金融等行业向市中心集聚，吸引白领阶层聚集，在老城区和CBD逐渐形成“中等收入阶
层聚居区”以及少部分高收入阶层聚居区。地铁等快速公交的发展以及小汽车的普及，
一部分中等及以上收入阶层不堪忍受市中心的高房价、高密度、高拥堵，逐渐迁往郊区
并形成郊区“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城镇人口聚居区”等。部分高校的外迁以及大学
城在郊区的兴起，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市中心“知识分子聚居区”逐渐为“城镇人口聚
居区”等社会区所替代，郊区基于科教“飞地”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聚居区”。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个人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逐渐分化成
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在不同空间地域上聚居，形成不同阶层聚居区。城市中心区发达的
服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低收入从业者，城中村等房租洼地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地并形成

“低收入阶层聚居区”、“城镇人口聚居区”等。基于交通成本等考虑，低收入家庭更倾向
于聚居在城市中心区城中村等，较少向郊区扩散。
6.2.2 行政机制 住房制度改革、城市规划、人口管理、土地利用等政策因素，是广州社
会空间结构重构的重要因素（图5）。住房制度的改革，市场提供商品房和政府提供保障
性住房的“双轨制”代替了原住房分配制度，“工人居住区”、“干部居住区”和“知识分
子聚居区”住房逐渐流向市场，不同居住主体进驻，原社会区身份特征逐渐淡化并为其
他类型社会区所替代。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群提供了住
所，逐渐形成“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和富人区等。珠江新城CBD和大学城的规划与建
设，“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战略的实施，“三旧”改造的推动等，是政府通
过规划引导影响社会区分异的主要举措。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宽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导
致广州市外来人口大幅增长，一部分人逐渐融入当地称为城镇居民，另一部分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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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在郊区分布，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区”。政府对市中心土地的再开发

以及对郊区土地的开发，并通过规划控制土地开发性质与规模，客观上影响了不同社会

区的空间分布，具体体现如珠江新城CBD逐渐形成“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大学城逐

渐形成“知识分子聚居区”等。

6.2.3 家庭生命周期机制 单身青年以及刚成立的年轻家庭，他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化程度

较高、距离工作地点较近、交通便利的城区居住。在居住空间、孩子受教育等需求下，

他们开始迁往环境更好、空间更大、教育条件更好的城区居住。家庭进入空巢期以后，

由于孩子的相继独立往外发展，家庭进入衰退期，促使衰退期家庭聚集的城区呈现空巢

现象明显、老年人口集中等特征（图5）。珠江新城住宅区以及郊区不断出现的高品质小

区，是年轻家庭和成长期家庭的主要聚居地。越秀、荔湾区等老城区由于教育资源优

势，吸引成长期和成熟期家庭向老城区集中，加速了老城区的自我更新和社会区演替。

广州市社会区分异机制中，市场机制是最根本因素，是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区分异

及演变的首要作用力。行政机制是中国当前体制下的社会区分异及演变的重要推力，是

政府调控市场作用力，重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手段。以上两者共同构成社会区分异及

演变的外部因素。家庭生命周期机制是社会区分异及演变的内在因素，是个人及家庭意

志反作用于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途径。三者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社会区的分异、演变以

及空间分布。

图5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分异机制
Fig. 5 The mechanism of socio-spatial structure change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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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1）广州市社会区 1985-2000年演变较快，2000年后趋向缓和。“人口密集程度”、
“文化水平”、“房屋住宅质量”和“农业人口比重”主因子起持续影响作用，且影响程度
逐渐增强，“工人干部比重”、“不在业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和外来人口比重”等非持
续性主因子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

（2）社会区演变总体上可归纳为四种不同模式：基于老城区发展的演变模式、基于
教育和工业“飞地”发展的演变模式、基于农村发展的演变模式和基于郊区小城镇发展
的演变模式。

（3）社会区演变受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家庭生命周期机制共同作用。未来中国大
城市社会区的演变中，旧城更新、外来人口、政府决策、收入差异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
重要，社会区分异程度变缓，空间演变趋势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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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of Guangzhou and its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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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into urban socio- spatial structur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ese
geographers in 1986.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e-market economic reform in 1987, Chinese
cities have changed rapidly and have attracted substantial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Chinese
case studies have predominantly concerned mega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s the pioneer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Guangzhou is representative of
large Chinese ci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The first research was
initiated in the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in 1985. Zhou used data from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of 2000 to analyze the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and identified three evolution modes
of 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the firs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 city, the second
fo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or industrial "enclave", and the third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reas.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o- spatial
structure, as a vital part of urban geography study, needs a long- term follow- up survey and
analysis. Thus, using the Factor Ecological Analysis (F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area
in Guangzhou with the Six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data of 2010, and further divides the
social area into 7 sub- types based on the 7 main factors. Comparing the studies of the 2000s
and 1985, we found that: (1) Most of the principal factors are available for the years of 1985-
2010, and they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eriod studied. In
addition, some individual principal factors only appear in a certain year, thus have stro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2)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has been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ype conversion and followed by region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1985-2000;
and vice versa in 2000- 2010. (3) This study further found evidence of the three evolution
modes proposed in 2000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ld town, development of enclave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mmunity; then it put forward a new
model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areas in suburban towns; (4) The market
mechanism,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mechanism work together to
the evolution of socio-spatial structure.
Keywords: socio- spatial structure; social area; structure evolution; impact mechanism;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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